
文明起源标准与中华文明研究

冯 时 袁广阔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

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

影响力、话语权。”文明起源被公认为国际考古学界的三大核心课题之一。长期以

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文明形成“三要素”（文字、城

市、青铜器）展开。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多年来，考古工作者艰辛探索，取得

一系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为中国学者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逻辑，超越传统“三要

素”框架，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认定标准提供了可能。本期围绕“文明起

源标准与中华文明研究”刊发两篇专题文章，以期进一步推动构建立足中国实践、

彰显中国精神的文明叙事体系，为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考古实证*

冯  时

摘 要：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作为这一体系核心问题的中华文明理论，

直接关系到中华文脉的传承与文明信史的溯源，必须根据真实的史料考索发明。

目前发现的长江流域八千年上下的考古资料已不再局限于稻作遗存，而已具有形

上思辨的意义。事实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的天文学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源，

更是自主知识之源。湖北秭归东门头早期测影碑表及黄梅焦墩土龙遗存实证了观

象授时制度的建立。秭归柳林溪发现的早期文字及时空图像更将中华文明有文字

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了七千年前。浙江义乌桥头发现的易卦、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

的数字卦，确切证明了易变思想与阴阳观念的古老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创世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学部委员工作室建设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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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哲学观与科学观，以及与天文相伴的中算学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这些创获

揭示了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主体部分，对八千年文明史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　长江　八千年　考古学　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01）。

中国大陆的三条大川，即自北而南的辽河、黄河和长江，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

华文明。尽管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的天地之中，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乃至早

期王朝的建立具有关键作用，但北方的辽河文明与南方的长江文明，其文明意义同

样不可忽视。就长江流域上古文化的发展而言，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展现了大批前所

未见的崭新史料，其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稻作遗存，而普遍具有形上思辨的意义。

这些考古学物证建立了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与黄河及辽河流域文化的联系，不仅证

实其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显示出作为文化之源的特征，

为客观认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成就以及其在促进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对于重建中华文明信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华文明理论的建构无疑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础工作，而理论的重建必

须通过对直接史料的研考才能完成，并总结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标准。事实上，

中华文明并不是一种只简单追求技术进步的文明形式，而是更注重建立人类的道德

观和宇宙观。道德观不同于技术观，旨在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而宇宙观更高

于社会观，重在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种对于更高境界的精神特质的

强调，使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独树一帜。而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正鲜明地

体现着这一特点，其对于以精神文明为核心特征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兹就

四方面问题以及八千年前长江文明知识与思想的建构，聊为申论。

一、观象授时与文明诞生

人类所建立的文明社会，本质上就是文明人的社会，所以中华文明首先强调的

是人的文明，也就是成人之道。成就了文明个体才能形成文明的群体，进而形成文

明的社会，文明社会是不可能靠野蛮的个体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思

考。所以中华文明追求以道德成人、以知识立身、以礼仪治世，形成了己身文明的

三要三本，构成了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文明观。《尚书·舜典》 赞虞舜其人“濬哲文

明，温恭允塞”，即这种文明观的反映，不啻为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先贤认为，成

就文明个体的关键在于道德，而道德的核心内涵则为诚信，因此，诚信思想的形成

对于文明社会的建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是什么促使先贤产生了诚信思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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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观象授时，这是诚信观念赖以形成的格物基础。

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农业一定首先发生在四季

变化分明的地区，意味着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的时间非常有限，甚至只有短短的几

天，一旦错过农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作物的减产乃至绝收，从而直接威胁到氏

族的生存。因此，农业文明的形成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农时问题。换句话说，没有

先民对时间的掌握，也就不可能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目前考古学证据显示，长江

流域原始稻作农业的出现时间可上溯到万年以前，①  无疑证明当时的先民已有能力

完成规划农时的工作。事实上在数千年前甚至更早，仰观天象是先民决定农时唯一

可行的方法，于是天文学应运而生，其不仅成为一切科学中最古老的一种，而且也

直接促进了文明的诞生。《周易·乾·文言》 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阐释的

就是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当然，大而化之的观天对于确立精准的农时并没

有太大的帮助，人们要想使天文观测精确化，就必须引入新的知识，这就是数学，

于是中算学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天数不分，体现的就是这一思想。

“见龙在田”之所以与“天下文明”形成因果联系，关键就在于文明的核心

内涵是文德，文德的内涵为诚信，而诚信思想则源于观象授时的认识逻辑。

“见龙在田”的龙，其原型不是地上的鸟兽，而在天上，即中国天文学二十八宿

体系中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所组成的星象。对龙星的观测反映了先民最

早利用天象解决农时问题的朴素做法，而其观象实践则完整地记载于 《周易》 的乾

卦。从初九之“潜龙”，到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

上九“亢龙”，终至用九之“见群龙无首”，描述了龙星运行的周天变化，而龙星运

行所对应的六个时间，也就是 《彖》 辞所说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

御天”。这一观象制度于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反映得相当清楚。

考古所见的早期龙星遗存已可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前。辽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石龙，为先民祭祀龙星祈雨所制作。②  尽管查海地处辽河流

域，但从上古文明夷夏东西的格局考虑，其与长江文明仍属同一文化体系。③  这种祈

雨石龙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梅焦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时代属于公元前五千

纪。④  甚至晚到南宋时期仍可见其孑遗，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即见这一时期的石

①    参见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 2007年第 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0年，第94—96页。

②    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39页；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胡厚宣主编：

《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参见冯时：《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④    参见胡雅丽：《卵石摆塑龙》，《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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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①  足见以石作龙祈雨的习俗传承不绝。

然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人们对时间精确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先民在观测

龙星及律管候气的同时，逐渐学会并改进了立表测影技术，通过对日影的揆度计

量，完成了精确的时间规划。先民从长期的测影实践中认识到，夏至是一年中正

午表影最短的一天，而经过 365 日，夏至还将重新回归，这个周期性的往复循环

是固定不变的，百年无差，千年不爽。这个事实促使先民萌生出某种思考：人们

与时间从无约定，但它却如期而至。这种时间循环不变的现象自然使人们认为时

间具有诚信的品德，从而形成了“至信如时”的观念。② 《礼记·乐记》：“天则

不言而信。”同样是时间见信思想的体现。时间之信可以作为丰收有年的保证，终

致氏族繁昌，而失耕为辱，③  将导致氏族的毁灭，必须摒弃。因此对于人类社会

而言，具有主生意义的诚信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

于是先贤将信作为道德最核心的内涵修养自己，教化天下，最终成就了文德，进

而成就了文明。

诚然，要想将时间测得尽量准确，不通过槷表致日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的，这当然要求先民必须对作为测影背景的天体——太阳——进行精审的观察研

究，并最终解决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很平常，但

其认识过程却体现着先民的超凡智慧。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由于太阳每天初升的

位置不同，时间不同，带给人们的温暖感受也不同，使得先民不可能天生就具有天

上只有一个太阳的认知。上古神话以为天有十日，④  反映的就是这一认知。然而

随着人类对太阳认识的进步，特别是立表测影计时的需要，人们必须解决天上太

阳数量的问题。因为立表测影的工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需要通过对不同时

间所测日影的长度进行比较，最终解决时间问题，这种比较的工作当然只能建立

在对同一个天体观测所获得的数据之上。假如每天升起的太阳不同，那么据不同

太阳所得的影长数据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显然，立表测影的工作意味着先贤

必须首先解决天上有多个太阳的问题，而中国上古的后羿射日神话就是这一认知

①    参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东门头》，北京：科

学出版社，2010年，第211—212页。

②    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③    《说文·辰部》：“辱，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畺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

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12页）

④    《楚辞·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

局，1983年，第 199页）《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

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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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①  从无数太阳到一个太阳的转变，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不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昆仑文化，而且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天有十日思想的表达往往是借助扶桑九日的题材完成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

土的商代青铜扶桑九鸟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非衣所绘扶桑九日，都是这种宇宙观

的反映。而脱离扶桑独绘的一日，则显示了人们对天无二日的认识结果。考古学证

据表明，长江流域先民至迟在八千年前就已认识到只有一个太阳。浙江义乌桥头新

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即绘有迄今所见最早的太阳图像，时间相当于距今八千五

百年甚至更早。②  相似的太阳图像在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

时代约属距今八千年。③  这些早期的太阳图像很常见，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

代遗址出土陶器刻绘的太阳图像同样提供了早期先民的认知物证，时代同属距今

八千五百年。④  这种对于同一个太阳的认识不仅为立表测影方法的创制奠定了

基础，而且加深了上古时代长江下游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联系。

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决定了观象授时实为中华文明的根基，有了长期不懈

的精确计时工作才能产生对诚信的思辨，这意味着追溯立表测影的起源对于追索中

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湖北秭归东门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目前所见时

代最早的测影碑表 （图 1），时间为距今八千年。⑤  这一物证确切地证明了圭表致日

历史的古老，其不仅为以信为核心的文德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筑就了中华文

明的基础。

东门头碑表于表体雕刻有人体测影的图像，表明先民以碑表测影实际是他们为

摹仿人体测影形成的新方法。通过对碑表图像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所反映的人体测

影的形象并不具有最原始的测影特征，因为测影者的头顶已置有短槷，作用显然在

于使日影聚焦而不致散漫，以便精确地定准影端，实现精准的时间计量。这种于头

①    《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洪兴祖撰：《楚辞补注》，第 96页）《淮南

子·本经》：“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

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

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置尧以为天子。”（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254—
255页）

②    参见陈星灿主编：《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21
年，第55页。

③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58、
62页。

④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上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222—223页。

⑤    参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东门头》，第 73、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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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置槷的做法显示了对单纯人体测影的改进，表明人体致日的历史应经历了由单纯

的人体直立测影到以短槷置于头顶的精确化改进，意味着真正测影的历史要比东门

头碑表所显示的时代悠久得多。很明显，东门头碑表不仅对推断中华文明形成的时

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政治、宗教与科学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确切证

明了长江文明积淀之深厚。

图1　湖北秭归东门头出土碑表

     资料来源：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编著：《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75 页。

观象授时不仅促进了文明的形成，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德思想最初也只能

是为君者所修养的道德，这使得最早形成的文德一定是君德，从而直接导致了君权

的诞生。

天文学作为最早形成的古典科学的事实已不可动摇，那么是谁有能力将天文之

变与时间之变加以联系，并最终将决定丰收的农时颁授给农人呢？当然只能是极少

数的圣者。圣者以自己的智慧及辛勤的观象实践了解到某颗星运行到某个位置的时

候就可以放心播种了，而且年有丰稔，久而久之，观象者在氏族中必然确立了其统

治的地位，这就是王权。而在那些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们看来，观象者之所以授时

不误，一定是因其了解天意并有能力与天沟通，其权力也必然来自天之所赐，由此

便发展出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显然，对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知识

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时间颁授给人民，谁就可以成为人民的领袖。《周髀算经》

中的“知地者智，知天者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理解，天文学奠定了

王权的基础，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故 《论语·尧曰》 在谈及

尧、舜、禹禅让时说了同样的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

终。”天文历算不仅要由为君者亲自掌握，而且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天文占验也一直

是被皇家垄断的神秘知识，禁止民间私习天文。这种天文与王权的联系，古人理解

得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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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导致君权的诞生，这一事实在长江流域的上古文明中有着充分反映。东门

头碑表图像所显示的测影者于头顶置有短槷的形象或许早已深入人心，并作为制度

代相传承。而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罐刻绘则再现了这

一形象，时代属于公元前三千纪。①  陶罐刻绘人物头顶置槷，右手执钺 （图 2）。这

种头顶置槷的形象特征显然源自测影致日，其所体现的制度传统与东门头测影人物

的形象一脉相承。钺为王权仪仗，②  表明执钺者具有君王身份，而君王头置测影槷

柱，则明确反映了王权源于观象授时的基本事实。

图2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陶器图像

       资料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东门头》，第 161 页。

长江流域的观象授时对君权影响广泛，甚至远及北方草原与西北地区。如内蒙

古阴山岩画发现了与东门头碑表相同的人体测影图像，③  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也有

同类题材的岩画。④  石门子岩画描绘了一个庞大族群，其中唯有居首的一人体魄雄

健，且头置短槷，似乎显示出其作为族群首领的特殊身份。头置短槷的形象尽管可

与东门头碑表图像的人物建立起联系，但时代已相对晚近。很明显，君权源出天文

授时，这种文明传统不仅在长江流域早就建立了起来，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

了深远影响。

事实很清楚，没有对只有一个太阳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形成精密的计时制度，

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产生以信为核心内涵的文德观念，建立以文德为核心的中华

文明就更无从谈起。从这一认识逻辑分析，长江流域先民或许最早完成了对只

有一个太阳的认识，并创制出最早的测影碑表，这些创造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

贡献卓著。

①    参见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编著：《肖家屋脊》，第161页。

②    参见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③    参见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参见王炳华编著：《新疆天文生殖崇拜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59



中国社会科学　2026 年第 6 期

二、文字创造的文明意义

长期不懈的观象实践终使先民认识了诚信，并以诚信思想为核心构建了道德体

系，成就了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在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先贤为什么非要思辨道德？目的就是建立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将人从禽兽中

分离出来。《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与禽兽的分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庶民可以不去考虑，但君子则必须究辨清楚。

先贤认为，唯有心修文德，才能摆脱禽兽而成人，这使文德成为人兽之分的关键。

《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

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

兽。”这使文德成为人兽之别的唯一标准。

汉字是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由于文明的“文”字的本义就是心修文

德，表现了中华文明修德成人的核心理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文明意义。先贤创

造“文”字也标志着文明观念形成，正如“日”字的创造证明古人已经懂得观

测太阳，“禾”字的创造证明先民发明了农业一样。而商周古文字“文”本象

以文德修心，其造字初衷显示的正是对修德成人的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兽

之别的问题。人以德修心成文，意味着成文也就是成就文明。

中华文明的概念体系将“文明”训作“文章”。孔颖达 《周易正义》 解 《易

传》“天下文明”云：“天下有文章而光明。”①“文章”意即“文彰”，谓文德

彰显。人修德至㦽，内心之文必彰显于外而见德容威仪，这就是文章。《说文·

彡部》：“彣，㦽也。”又 《有部》：“㦽，有文章也。”②“彣”只是“文”字于

战国时代出现的异体而已，故文章之㦽，正是“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很明显，

由于“文”字已成为文明社会诞生的符号标识，使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历史的追

索，解决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商周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文”字用以指文德已非常普遍。而夏代早期以“文

邑”为夏王庭，后以“文夏”为国氏，其重文德的传统显然继承了夏祖大禹的文命

思想。然而这些证据并不古老，今天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要远

早于有夏时期。

在东门头碑表创制的千年之后，基于文德思想所建构的文明观已臻成熟。湖北

秭归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重要史料，年代属于距今七千年。③  这些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②    许慎撰：《说文解字》，第138页。

③    参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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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颠覆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认识，①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柳林溪出土的两件陶支座顶部在九宫空间的背景下刻写了两组汉字，即古语

“爻龙隈”和“五田文”（图 3），字形结构与商代甲骨文等汉字一脉相承，系今见最

早的汉字。两句古语所传达的文明意义非常清楚。《说文·爻部》：“爻，交也。象

《易》 六爻头交也。”②“爻”是易卦术语，而易卦的形成远在柳林溪文字出现之前，

这一点下文再作讨论。“隈”为天地交接的边隈。《天问》 有云：“隅隈多有。”而

“龙”当然是天上的龙星。显然，“爻龙隈”意在描述龙星登天潜渊的行天变化，其

显著特征就是于天地边隈出潜离隐的由伏而显。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天象于柳林溪

先民谓之“爻龙隈”，而于 《周易》 乾之九二爻辞则曰“见龙在田”，观念一致。

图3　湖北秭归柳林溪陶器契刻“五田文”

       资料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第 118 页。

另一件陶支座契刻的“五田文”则更有意义，它提供了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汉

字“文”字。由于“文”字具有承载文明内涵的特殊意义，因此可以证明七千年前

的柳林溪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时代。

“文”字所具有的文明观通过“五田文”可以理解得更为透彻。其中的“五田”

显指五方土田，意即天下。中国传统空间观以东西南北中五方表现天下，故天下分

为五方之民，而天子之太社象征天下，其上必布象征五方天下的五色土。很明显，

由于“五田”意即天下，而“文”即文明，所以古语“五田文”只能理解为“天下

文明”。毫无疑问，柳林溪“五田文”的发现，为将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上溯

到距今七千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将 《易传》 与柳林溪文字对读，“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是对古语“爻龙隈，

五田文”思想的继承和通俗表达，充分反映了五千年的一贯性。而且二者均强调了

“田”，从根本上揭示了天文学为农业服务的本质。

柳林溪先贤对文明的思考非止于此。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柳林溪陶支座所

绘的空间图像不仅显示了以二绳规划的东西南北中五方，同时还有日廷五位，甚至

更具备指向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四维，这些事实表明，当时已建立起了包括

①    参见冯时：《华夏文明考源——柳林溪先民的宇宙观》，《中国文化》2023年第1期。

②     许慎撰：《说文解字》，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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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和四维在内的八方九宫空间体系。令人震惊的是，刻于陶支座的“五田文”恰

为八组，且“五田”二字分配八方，显示出八组文字配合八方空间的刻意设计，深

刻揭示了文明观与宇宙观的结合，表达了八方无处不文明的思想，这使柳林溪先贤

借空间图像准确地完成了对“天下文明”的表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五田文”中的八个“文”字并没有像“五田”那样分配八

方，而是特意表现了四维中的二维，这一做法所体现的文明思考同样深刻。由于

“文”字以文德修心的本义决定了其核心内涵就是文德，故“文”字充为二维的做法

同样体现了将文德观与宇宙观相互联系的思考。

先贤最早建立的宇宙模式是天圆地方，圆形天盖扣在方形的大地上，如果不能

加以固定，势必地动天摇。所以要想使天地稳固，就必须用维绳将天盖固定在大地

的四角，于是大地的四角就有了“四维”的名称，四维也有了稳固天地的作用。那

么能够稳定人类社会的关键又是什么？当然是道德。于是先贤将四维宇宙观引入人

类社会，将道德视为稳定人类社会的四维，赋予其道德的意义，形成了以礼、义、

廉、耻为国之四维的思想传统。《管子·牧民》 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

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即这一思想的体现。

将稳固天地的四维赋能于道德，体现了宇宙观与文明观的深刻结合，这是中华

文明的显著特点。考古资料证明，柳林溪先民以“文”字充为二维的设计，显然就

是晚世国之四维思想之渊薮，而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思想则是早期文信二

维观念发展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一独特的文明体系早在七千年前就已形成，其起

源时代无疑应更早。

三、易变思想与以卦记史

天文作为中华文明之源不仅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且成就了独具特色且

相互渗透的古典科学与古典哲学。先贤在八千年前完成的阴阳思辨虽然反映了他们

对天文学和中算学的深刻研究，但据此形成的易学体系却仍然聚焦于文德与文明。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话，那么据文本文献分析，最早

记录天象变化的文本形式就是易卦，作为易学经纬的乾、坤两卦客观描述了龙星及

房宿周天变化的规律及其建时特点，显示了观象制度下的观测结果。天文导致文明

诞生的事实必然使易卦同时成为记录文明成果的主要形式，意味着天文观与文明观

最初都可以易卦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了以卦记史的古老传统。

考古资料显示，目前所见最早的易卦形成于长江流域，时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七千纪。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约属八千五百年前的易卦，①  可以读

①    参见陈星灿主编：《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第3卷，第50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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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乾、豫两卦，以阴阳爻写卦。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

易卦，①  可以读为巽、遁、大壮三卦，以数字写卦。江苏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了六千年前的易卦，②  可以读为坤、剥两卦，以数字写卦。这种易变思想及其

所形成的易卦体系显然从长江流域逐渐影响到黄河流域，而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

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四千五百年前的易卦，③  可以读为离卦，以数字写卦。④  至商

周时代的数字卦，同样显示了对这一知识与思想体系的完整继承。这些早期易卦资

料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易卦何以出现如此之早？先贤通过易卦所传

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易卦体系的形成无疑是先贤阴阳思辨的结果，这是万物皆变思想的体现，是易

变思想的核心。当然，万物皆变的观念必然产生于观象授时，无论龙星行天的变化，

还是立表测影所显示的表影的变化，其实都反映了空间与时间的变化，此亦即 《周

易·贲·彖》 之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假如时空知识可以作为一切知识与思

想的基础的话，那么这种时空的变化就一定决定了万物变化的属性，从而使先民产

生出万物皆变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易卦体系。易卦不仅是综合天文学、中算学和

哲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体现万物皆变的思想，使以易卦记录天象乃至人类社会

的变化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易变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创世观。中国创世思想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即

在于其解决了宇宙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思辨智慧。先贤以为，在

天地形成后相当长的时期，宇宙万物仍处于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时

间和空间都将失去意义，创世也就没有了价值。西方创世观因未能触及这一根本问

题，故其思辨逻辑极不完整。其将事物分隔，忽视了宇宙的整体性及物质之间的联

系。如上帝创造了光，但对光的来源是什么却并没有回答。而中国的创世观则首先从

根本上解决了天帝创造太阳的问题，⑤  太阳作为光和热的来源，使一切相互关联的

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么，对于宇宙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也就是

说，宇宙究竟是怎样从停滞的状态运动起来的？最初的动力来自什么？这是创世思辨

中决定一切的关键。中国先贤将掌管二分二至的四位神祇奉为天盖运转的推动者，从

而使宇宙彻底摆脱了静止的状态。这种从静止到运动的改变无疑是导致宇宙变化最重

①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跨湖桥》，第190、199页。

②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张志华等：《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④    参见李学勤：《谈淮阳平粮台纺轮“易卦”符号》，《光明日报》 2007 年 4 月 12 日，

第9版。

⑤    《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

381页）《楚帛书·创世章》：“日月俊生。”（李零：《子弹库帛书》（下），北京：文物出

版社，2017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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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其实在早期文明阶段，只有中国的创世思想完美地解决了运动的问题。

天地运动的观念来自古人对时间变化的认识，只能源于观象授时，意味着第一

推动力必然来自分至四神。这种以时间变化解决宇宙运动的创世思维是唯物的。事

实上，变化乃因运动而生，而生命体现的正是变化，没有运动也就没有变化，也就

不可能有生命的延续。因此，当天地摆脱了停滞状态运动起来之后，一切也都随之

而改变。空间有了位置的变化，时间有了古今的变化，草木有了枯荣的变化，万物

有了生死的变化。这种一切皆变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易变思想的萌芽，并促使古人最

终以易卦的形式描述宇宙之变，创世也就真正具有了文明的意义。显然，易卦体系

与创世之变的思想是相通的，故其形成之早不足为奇。

万物之变可以归纳为阴阳之变，这与古人于八千年前完成阴阳思辨的事实相符。

长江流域先民的思辨表明，传统的创世观或许最早就诞生在这一地区。湖南长沙子弹

库战国楚帛书《创世章》集中阐述了创世问题，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创世文献。其

在阐释分至四神创世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南方诸神如炎帝、祝融的创世贡献。而作

为屈原祖地的湖北秭归已发现七八千年前的碑表及空间图像，从而为其创作 《天问》

奠定了深厚的宇宙观基础。凡此无不彰显出长江文明对中国创世思想的影响。

易卦体系本以阴阳爻的形式描述万物之变，然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万物之变

的关键意义就体现在人从野蛮而化成文明。《周易·贲·彖》 曰：“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即是对以文明化人的阐释。这不仅开启了以卦记史的制度传统，而且使易

卦关注的核心主题也是对成就文明至为关键的天人关系与道德体系。集中阐释天文

与文明的相互关系正是先贤通过以卦记史的形式所传达的重要思想，其传统可以上

溯到距今八九千年以前。

桥头的易卦材料时代最早，刻于陶罐的肩部，分置四方，与易卦原本在于标注

空间方位的基本思考相同。跨湖桥与青墩所见的数字卦都刻于骨筹，已经完成了从

阴阳爻写卦到阴阳数写卦的关键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卦虽多以六爻组成，但

其中的乾、坤两卦却以七爻组成，与今传 《周易》 乾、坤两卦于六爻之外再加用九、

用六的七爻形式完全相同。不仅如此，跨湖桥所见的遁、大壮二卦同刻于一筹，呈

正覆象，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正覆象的观念。这些易学成就出现于公元前七千纪，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认知。

早期易卦或属连山，连山易虽已亡佚，但仍有迹可循。① 《周易》 以 《象》 辞

①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1733页）郑玄《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或可见连山易形

成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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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卦，应属最早的 《易传》 作品，①  故参考 《易象》，辅之以 《彖》 辞，可以了解

先贤借卦阐释天文与文明关系的记史传统。

乾、坤两卦为易之根本，②  卦义清楚，乾以观测龙星授时为旨，强调“君子终

日乾乾，夕惕若厉”的观象制度，而观象的教化作用则体现为 《象》 辞所谓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以文德自强的教化结果便是 《文言》 所说的“见龙在

田，天下文明”。坤卦则强调顺应观象的用事制度，其于中国传统的政令观表现为顺

时施政，如此才能成就 《象》 辞所言之“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可见，这些以卦阐

释文明的形式朴素而直白。八九千年前的豫卦配以乾卦，同样阐释了天文与文明的

关系，其 《彖》 辞强调“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意即日月有常，

四时代序，故圣人必顺应天象而授时治民。《象》 辞则更及于人文，谓“先王以作乐

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言敬祀上帝和祖先。凡此无不反映着由天文发展出

的以顺时施政、礼乐教化为核心的文明追求。

八千年前的巽卦同样主张君子顺天时而布政治民的思想。《彖》 辞强调“重巽以

申命”，其言据观象授时而反复重申农耕之命，诫民怠惰。而 《象》 辞明言“君子以

申命行事”，仍是观象授时的反映。同时出现的遁卦，其 《象》 辞则谓“君子以远小

人，不恶而严”，劝诫君主顺时而治，远小人而见威仪。其覆象大壮之 《象》 则谓

“君子以非礼弗履”，强调君子正大光明，非礼勿行，其文明意义昭著彰明。

稍晚所见之剥卦，《彖》 辞同样强调“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

行也”，言君子唯有明察天行，才能如 《象》 辞所言之“上以厚下安宅”，使民安居。

而剥之覆象复卦，其 《彖》 辞则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象》 辞更据

天文所云“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同样阐明了天文决定文明的独

特关系。

新石器时代形成的以卦记史传统至三代仍然传承不绝，其将易卦铸于青铜礼器，

显示出追求社会文明的倾向。礼的本质在于节人，这既需要德行的自我修养，也不

能缺少制度的约束。这些思想通过见于青铜礼器的易卦准确地传达了出来。兹据数

例西周青铜器易卦，明其 《象》 辞，作为我们理解以卦记史传统的参考。如，《集

成》 ③  788 甗铭所记应为震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恐惧修省”的思想；《集成》 5020

①    《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及鲁《春秋》。”（阮

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06页）

②    《周易·系辞上》：“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

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71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3、4、7、10、15、16册，北

京：中华书局，1989—1994年。以下简称《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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卣铭所记应为益卦，其中可见“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集成》 4868
卣铭所记应为节卦，其中可见“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的思想；《集成》 10016 盘

铭所记应为坎卦，其中可见“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的思想；《集成》 2156 鼎铭

所记应为兑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朋友讲习”的思想；《集成》 1757 鼎铭所记应为

损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惩忿窒欲”的思想；《集成》 3822 簋铭所记应为艮卦，其

中可见“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的思想；《集成》 10019 盘铭所记应为丰卦，其中可见

“君子以折狱致刑”的思想；《集成》 9372 盉铭所记应为未济卦，其中可见“君子以

慎辨物居方”的思想。诸卦无不以君子修德为念，以明自修其德，节制欲望，否则

必以刑罚辅之。这些对于中华文明的思考通过以卦记史的形式得以表达，成为中国

文化的固有传统，其源可追溯至八九千年前的长江文明。

四、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

天文观测的精确化必须以计算精度的提高作为保证，意味着天文学的发展必须

引入数学计算，从而直接导致了中算学的进步。所以中算学与天文学发生在同样早

的时代，决定了先贤对于数字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精力。

易卦的表达与计算都建立在数理的基础之上，八千年以来，易卦即多以数字写

成，①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中算学历史之悠久。跨湖桥、青墩与平粮台的数字卦都

以偶奇数表现阴阳，已出现独立数字八、六、五，证明至迟在八千年前，中国的独

立数字观念就已经形成，这体现了中算学成就的伟大。传统的生成数与阴阳数两种

数字体系不仅反映了先贤对于数字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清楚地证明中华文明的数字

体系并非形成于简单的对生活物品的计数需要，而是具有强烈的宇宙观意义，这一

成就在人类文明史和科学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人类文明所创造的数字体系大致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积数体系，二是独立数字

体系，其中的独立数字体系即属于中华文明的创造，较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时代数

字体系更为先进。②  积数体系属于一种朴素的数字体系，因其计数不便，故而难以

进行庞大的数字计算，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数学的发展。而独立数字体系则以独

立的符号系统解决了数字集合的难题，不仅便于进行大规模的数字计算，而且推动

了天文学与中算学的发展，其科学意义相当显著。

中国的独立数字体系是建立在传统宇宙观的基础之上的，源于观象所形成的易

①    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梅荣照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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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思想与时空规划，并以阴阳数体系完成了对阴阳的表达和时空建构。传统宇宙观

强调天地所对应的上下之位，决定了法象天地的易卦，其书写形式原则上只能呈现

为上下的排列，而不太可能左右分布。①  这意味着如果以数字写卦，那就必须创造

出具有阴阳性质的独立数字体系，否则仅凭积画，对数字的识别将无法实现。目前

所见的早期数字卦基本不见二、三、四，②  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显然，服务于易

变思想所形成的数字体系只能是建立在阴阳思辨基础上的独立数字，而跨湖桥、青

墩与平粮台早期数字卦的发现，则为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源于易变思想的认识

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阴阳之变最理想的表现形式无疑就是空间和时间，意味着独立数字体系可

以从表达阴阳自然地发展为表现时空。从五方到九宫的空间建构形成了传统宇

宙观的基础，成为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展现平台。在这样的知识框架内，独立

数 字 不 仅 成 为 阴 阳 哲 学 的 符 号 体 系 ， 而 且 也 是 表 达 时 空 的 符 号 体 系 ， 内 涵

丰富。

柳林溪出土的两件陶支座，柱顶都明确见有以连续的汉字“五”充为二绳的设

计 （图 4），时代距今七千年。二绳表现的空间为五方，其中卯酉绳指向东西，子午

绳指向南北，二绳的交午处则为中央。显然，柳林溪先民以“五”字充为二绳的做

法正是要通过这一独立数字表现五方空间，可以证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五田”本

指五方天下的事实。毋庸置疑，柳林溪独立数字“五”的发现不仅对中算学的起源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解决了“五”字的来源问题。“五”作为独立数字，其

原始字形本取四维符号，并将其置于“亖”（四） 字的上下两横之间，显示出中国传

统数字的创造与古人规划时空密切相关，而非源于简单的计物需要。换句话说，数

字如果服务于对生活物品的计数，那就只需要对数字“一”简单累加即可，而不必

考虑数字的集合问题，尤其对于十以内的计数而言，独立数字的创造就更没有必要。

然而，假如数字的创造是为了卜筮写卦或记录时空，那么独立数字就非要被创造不

可，这就是中国独立数字体系起源的原因。其实在记录五方的中央方位时，“五”所

表现的独立性质必然使一、二、三、亖也同时具有记录空间的意义，因此，一、二、

三、亖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积数的特点，但其性质却因适应着记录北、南、东、西

四方，故仍应属于独立数字。传统空间观以“五”居中央，兼表四维，这正是“五”

字字形所表达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传统的生成数理论，同时也构成了 《尚书·洪范》

五行思想的基础。

①    偶见左右排列的形式，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第533—555页。

②    参见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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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湖北秭归柳林溪陶器契刻“五”字组成的二绳

       资料来源：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第 43、44 页。

柳林溪出土的陶支座还见“八爻”文字，“八”是另一个独立数字。“爻”为更

早形成的卜筮术语，其同前文讨论的柳林溪文字“爻龙隈”之“爻”，义为交变，故

“八爻”显然是指八方阴阳的交变。古人在完成阴阳思辨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以何种方式表述阴阳，由于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是先民最早形成的知识体系，

所以时空体系也就成为表述阴阳最理想的形式。事实上，柳林溪“八爻”文字明显

具有八方阴阳交变的思想，这一点于陶支座柱体所呈现的八方阴阳图像即有清楚的

表现。圆形柱顶被二绳和四维分隔为八方区域，每区都做了不同处理，或刻爻字，

或布斜线，交替安排，柱体亦然，体现了空间阴阳交变的思想。其实，具有易变意

义的“爻”字已将不同的空间赋予了阴阳的意义，所以“八爻”如果表现的是八方

阴阳的交替变化，那么就可以视为对柱体八方阴阳图像的说明。这不仅证明空间阴

阳的思想在七千年前就已形成，而且“八”字作为独立数字本取于“分”，正可以描

述空间阴阳之别的思想。

八方空间阴阳交变的思想在传统龟书体系中同样是通过阴阳数字表达的。《黄帝

九宫经》：“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总御得失。”

“五居中央，总御得失”的思想于柳林溪陶支座以“五”字表现五方空间的图像中已

有呈现，而八方交变则需要通过数字的奇偶来实现。数字的奇偶变化正是先民寻找

的表现阴阳的终极形式。数字虽然无穷，但只可分为奇偶两类，况奇偶的变化又可

以表现阴阳的变化，于是先贤在“参天两地”天文数理的基础上确立了奇阳偶阴的

阴阳数理念，建立了易学的思辨体系。这种思辨在公元前四千纪的红山文化时代已

相当成熟，而在更早的柳林溪时代，以数字奇偶表现阴阳的思想便已形成。将柳林

溪“八爻”所反映的八方阴阳交变的图像与龟书九宫对读，便可看到八方左旋的数

字依次是：奇一、偶八、奇三、偶四、奇九、偶二、奇七、偶六，阴阳交错，右旋

亦然。因此，八爻的观念显然体现着易变思想。这种阴阳方位的交替变化不仅是一

种科学认知，更是一种哲学认知。

早期数字卦及柳林溪时空数字的发现将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年代提前到了

七千年前，显示了中算学的悠久历史和卓越成就。尽管一、二、三、亖积画而成，

但五却发生了改变，形成了独立数字，之后的六、七、八、九无不是独立数字。随

着时代的发展，独立数字的创制由小及大，完成了十、百、千、万、亿等数字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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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到商代，已形成完整的独立数字体系，甲骨文于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时人不

仅解决了上述整数的集合问题，甚至对于数十、数百、数千乃至数万的集合数字，

也有着专门的表现形式。①  晚至春秋时代，“亖”变为“四”，也成为独立数字。其

实由于早期一、二、三、亖的作用本在标注四方，因此也应属于独立数字，其虽为

积数，但与积数体系的计数性质不同。显然，这种独立数字体系体现着相当进步的

数学思想和哲学思辨，解决了化无穷而有数的问题。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其

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结 语

己身文明理论使我们有能力根据直接史料系统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其核心

价值即在于道德观和宇宙观。长江流域先民于这两方面的探索都直接深入中华文

明的实质。他们通过格物的认识方式完成了对知识与思想的建构，形成了己身文

明的知识体系与宇宙观，这些八千年前的伟大创造无不体现着对中华文明的卓越

贡献。

以真实史料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考古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江文明八千年的

历史证明，天文作为文明之源，文德标志人兽之分，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

而观象授时不仅催生了古典科学以及基于阴阳思辨的古典哲学，更因阴阳之变及易

变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创世观，直接导致了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这些对于自然

世界的探索和思辨造就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知识与思想，构建了中华文明自主知

识体系的核心，终致先贤将道德观与宇宙观结合，建立了以成人之道为根本追求的

文明社会。

就中国传统的天文数术知识及相关思想的形成时代而言，如果说长江流域考古

遗存所提供的早期物证不能反映中华文明的知识与思想之源，至少也体现了早期知

识的影响，体现了长江流域上古文化与黄河下游及辽河流域的文化共性。毫无疑问，

考古学研究对于重建己身文明理论及自主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对于重建中华文明的

信史也同样重要。

〔责任编辑：于世华　责任编审：晁天义〕

①    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5—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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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should be extended to sustaining the environmental, rel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undisturbed private life depends. At the level of 
private law, the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 along with the objects and modes of remedy, 
should be shifted forward to focus on the conditions for undisturbed private life; at the 
level of public law, the holistic safeguarding of these condi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sketches a new version of a Chinese privacy protection regime 
rooted in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Zhu Xiaoyang and Lin Ye · 133 ·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ursue,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opositions and facts,” yet they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this form of thinking. Proceeding from cross⁃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and inspired by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 a 
holistic comprehension of social phenomena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termediate links 
among heterogeneous elements, enabl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better handle the 
complex phenomena in everyday language. At the level of concrete method,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measurement” and “theater anthropology.” 
Measurement combines multiple heterogeneous fieldwork methods or elements into a 
hybrid model, avoiding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phenomena into a single logical form. 
Theater anthropology achieves intermediate links among heterogeneous elements through 
the “pre⁃expressive” dimension of physical performance. By rooting itself in human forms 
of life and action, the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approach accommodates modes of 
thinking beyond traditional epistemological forms, making it especially valuable in an era 
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ecoming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8,000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eng Shi · 153 ·

Re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its 
core issu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lineage and the 
trac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civilization’s reliable history. This work must be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and discovery of authentic historical materials. Currentl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dating back approximately 8, 000 year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rice ⁃ cultivation remains, and they also 
possess metaphysical and speculative significance. In fact, astronomy, which provided 
calendric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not only a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a source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The early shadow ⁃ measuring 
stele and gnomon remains at Dongmentou in Zigui, together with the earthen dragon 
pattern remains at Jiaodun in Huangmei, Hubei Province,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bserving celestial phenomena to determine calendar. The early characters 
and time ⁃ space images discovered at Liulinxi in Zigui pus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written records back 7,000 years. The discovery of the Yi hexagrams at 
Qiaotou i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numerical hexagrams found at Kuahuqiao 
in Xiaoshan, Zhejiang Province, firmly attest to the ancient tradi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 and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and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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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 of creati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numerical system in Chinese mathematics associated with astronomy. These discover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constructing China’s 8,000⁃year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Characters, Cities, and Bronzes: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Elements Yuan Guangkuo · 170 ·

Feng Shi has recently offered a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the criteria that define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such material elements as characters, cities, and bronzes. He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three elements” reduces civilization to a material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ocial complexity, while neglecting its spiritual core 
and value pursuits. H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ivilization that takes moral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becoming fully human, knowledge as the foundation of self⁃cultivation, 
and ritual as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and on this basis trace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ck 8, 000 years. Certain aspects of this theory remain open to discussion.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ontinue to emerge, providing crucial materials for 
reassessing the criteria of civilization, such as brass artifacts dating back more than 6,000 
years unearthed at Jiangzhai in Lintong, incised signs dating back 8,000 years discovered 
at Jiahu in Wuyang that bear connections to the Yinxu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nd city 
walls dating back 5,800 years found at Qingjinggou in Xingya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ven if characters, cities, and bronzes are retained as the criteria for defining 
civilizati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still be traced back to a very early period.

Shengsheng and Ren’ai: A Review of Confucian Family Ethics Researc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Meng Qingnan · 183 ·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multifaceted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the family and its ethical functions with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Among these 
studies, critiques of Confucian ethics represent a re ⁃ examination of tradition in light of 
modern concepts, open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ethics. While 
remaining alert to the risks contained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relevant studies have 
also sought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mily for human beings and ethical 
relationships at the ontological or existential level.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should be 
regarded as foundational,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has become an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ethics and its modern value, while whether concrete family 
relations can serve as an ontological entity with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has also become 
a focus. In reflections on the family as foundati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hengsheng” (the ceaseless generation of life) and the enduring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of 
the group it guarantees highlight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amily as a generative 
hub, and also reveal the temporal intergenerational structure of human relations as a 
whole. The affe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ontains a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hat 
can extend beyond the family; and by its innate nature, it becomes a key link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transcend private self⁃interest and attain ren’ai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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